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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徐盈之，王书斌

摘 要: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省际碳减排活动对周边省份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溢出效应为切入点，首

先考察了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了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然后提出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

的若干理论假设，最后从空间维度出发，分别针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了 2006—2012 年省际碳减
排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总体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但其空间异质性趋势明显;
碳减排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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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实现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减排目标，中国已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长期规划。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应
降低 16%左右，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应减少 21%。这说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已成为中
央衡量各级政府在推进两型社会构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取得成效的
关键指标。迫于政绩压力，各级政府均积极推进本地区低碳经济转型，努力推动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
式发展。在此过程中，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各地政府在本地区实现碳减排过程中，能否对周
边区域碳排放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若能，将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空间溢出影响又是通过哪些机制和渠

道实现的?

近年来，有关碳减排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碳减排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限制工业能耗、
资助节能减排技术研发、鼓励节能项目投资、建立节能服务中介机构等方面［1］［2］［3］［4］［5］。在碳减排的
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从经济结构、人口、收入等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6］［7］［8］［9］。Guo 指出科技创新
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因素［10］; Choi等认为重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导致中国高碳排放的主要原
因［11］; Satterthwaite则通过研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指出城市人口增多是导致碳排放增
加的主要原因［12］。因此，政府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资助低碳技术研发和倡导低碳社会等，进行了碳
减排［13］。关于碳排放空间效应方面，国内较具代表性的有: 郑长德等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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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正相关关系［14］; 陈青青等

则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我国省际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及人口增长均会明

显增加碳排放量［15］; 孙庆刚等探讨了能源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能源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

明显，且城镇化率、工业化率和开放度对能源强度具有较强解释力［16］。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碳减排的影响因素，但现有文献对碳减排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较

少考虑这些因素的空间溢出机理及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影响。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
我国省际碳减排活动对各省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以及对相邻省份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此外，由于我
国幅员辽阔，各省省情以及碳减排目标差异明显，所以碳减排的空间溢出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但从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碳减排目标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总体呈现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空间格局。
因此，本文不仅进行全域分析，还将针对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局域研究。首先检验我国省际碳排
放的空间相关性，然后分析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并选定指标和设定空

间计量模型，最后运用 2006—2012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域和局域两个层面考察碳减排的直接影
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中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
相关性检验; 第三部分为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对策建

议。

二、中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空间相关性是指各地区间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个属性值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相互作用，可分为空间

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空间依赖性即为相邻地区间存在较为相似的属性，空间异质性则反映出相邻地区
间属性差异较大［17］。本部分将应用 Moran's I指数来测度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特征。
( 一) Moran's I指数分解法
判断区域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的方法有 Moran's I 指数检验、极大似然 LM-Error 检验以及极

大似然 LM-Lag检验等。其中，最常用的是 Moran's I检验，其表达式如公式 ( 1) 所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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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i 代表第 i个地区的观测值，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

重矩阵。由于西藏相关数据缺失，本文构建了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空间权重矩阵，相邻区域之间取值
为 1，不相邻则取 0。由于海南省地理位置特殊，构建矩阵时假定其仅与广东省相邻。Moran's I 指数
值在 － 1 与 1 之间，值愈接近 1，越表明具有相似属性的空间单元产生集聚; 值愈接近 － 1，越表明具
有相异属性的空间单元产生集聚。如果 Moran's I指数接近或等于 0，表明空间单元属性属于随机分布
状态。
但 Moran's I指数是对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进行评估，容易忽略空间过程的潜在不稳定性，特别是

对于空间差异较大的空间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是否存在观测值的高值或低值局部集聚现象，以

及空间相关性的全局评估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反常的局部状况或小范围的局部不稳定性。为解决上述
问题，本文借鉴了 Zhang等［18］提出的 Moran's I分解法。
在对观测值空间关联性质的考量方面，将 Moran's I指数分解为 Ih、Ic、In 三部分，其中 Ih 为高值

空间相关度，代表高于平均水平的观测值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 Ic 为低值空间相关度，代表低于平均
水平的观测值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 In 为负空间相关度，表示高低不同观测值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
Ih、Ic、In 如公式 ( 2) — (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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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h + Ic + I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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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h、Ac 分别表示高于与低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的集合。
( 二) 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描述

本文运用我国 2006—2012 年省际碳排放的数据测算得到各种类型的 Moran's I指数值，其变化趋
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我国省际碳排放的 Moran's I指数值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2013)

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由图 1 可以看出，2006—2012 年间我国省际碳排放
的综合空间相关度为正，说明在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

排放存在“马太效应”，即碳排放较高的省份倾向于与其
他具有较高碳排放的省份相邻近，而碳排放较低的省份

倾向于与其他具有较低碳排放的省份相邻近。
从四种类型的空间相关度演变过程来看，( 1) 综合

空间相关度一直表现为下降趋势，从 2006 年的 0. 205 下
降到 2012 年的 0. 159，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依赖
性呈逐年衰减态势。 ( 2) 高值空间相关度从 2006 年的
0. 414 增加到 2009 年的 0. 449，再降到 2012 年的 0. 41，
基本保持原态; 此外，通过数值对比可看出，高值集聚是我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关系的主要形式。 ( 3)
低值空间相关度在四类空间相关度中绝对值最小，说明我国省际碳排放的低值集聚现象表现较为不明

显。( 4) 负空间相关度表现出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从 2006 年的 － 0. 329 下降到 2012 年的 － 0. 393，
表明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愈加明显，空间“极化”效应正在增强。
上述分析证实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关系并非为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由于

省际碳排放的高低与碳减排效果密切相关，因此有理由认为省际碳减排活动也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

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同时，本文认为，若不考虑空间因素，仅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分析碳减
排活动对省际碳排放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分析碳减排的若干空间
溢出效应机理，并据此提出相关理论假设，然后从空间维度出发，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碳减排可能

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验证。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 一) 理论假说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认为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受到以下四种因素的影响，即发展低碳技

术、提升工业化水平、倡导低碳消费和提高碳减排政策力度。本文就此四种影响因素对周边地区碳排
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并提出如下假设:

1. 发展低碳技术。发展低碳技术是碳减排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造现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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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流程，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促进低碳环保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地

区产业实现低碳化转型。在空间溢出方面，低碳技术发达的地区通过投资、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式，
促进其他地区低碳技术发展。根据空间距离衰减的特征，地区越邻近，越有利于技术传播，因此与低
碳技术发达地区相邻的地区，可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本地区低碳技术水平，从而达到降低碳排放

的效果。
假设 1: 低碳技术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促进周边地区实现碳减排。
2. 提升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对碳减排起到促进作用。工业发展初期，工业化往往意
味着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的大量增加。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逐步由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依赖技术
和知识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部分“双高”传统产业被淘汰或外移。综合交通、经济、社会文化等因
素，传统产业外移时将更倾向于向周边地区转移，从而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
假设 2: 工业化水平提高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将会导致周边地区碳排放增加。
3. 抑制高碳产品市场需求扩张。高碳产品需求旺盛是导致高碳产业快速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
高碳产业扩张则会推高地区的碳排放量。因此，推广低碳生活理念，倡导低碳消费方式，抑制高碳产
品需求，能够有效遏制碳排放的增加。如果与高碳产品需求较大的地区相邻，将受到“极化影响”，
即在市场驱动下，高碳产业向市场需求较大的地区集聚，从而间接降低了本地区的碳排放。
假设 3: 高碳产品市场需求扩张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有利于降低周边地区碳排放。
4. 提高碳减排政策力度。政府往往会通过强制关闭高碳排企业或项目、鼓励企业低碳化改造等
手段，直接作用于导致高碳排放的环节，降低碳排放。其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存在两种结果: 一种是发
生在政府碳减排政绩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各地政府迫于竞争压力会竞相加强碳减排政策力度，产生有

利于共同实现碳减排的“竞争效应”; 另一种是发生在碳减排政绩竞争较弱的情况下，推行较为严格
碳减排政策的地区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一些高碳产业会选择外迁至政策较为宽松的周边地区，结
果推高了周边地区碳排放。
假设 4: 碳减排政策力度的提高存在双向空间溢出效应，既可能促进周边地区碳排放的降低，也

可能推高周边地区的碳排放。
( 二) 变量选择

1. 因变量。碳排放量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上述四种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其变化是反映
碳减排成效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取碳排放量作为因变量。

2. 解释变量。
( 1) Ｒ＆D经费支出 ( X1 ) : 作为碳减排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应用低碳技术、创新和改进现有

产业工艺流程降低碳排放，或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由于缺少低碳技术的直接相关统计数
据，本文用反映地区综合科研能力指标的 Ｒ＆D经费支出来代表低碳技术水平。
( 2)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 ( X2 )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是衡量地区工业高级化水平的关键指标，

为促进碳减排并提高工业竞争力，各地政府正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降低地区经济发展对传统工业

的依赖程度，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优势。本文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来表示工
业化水平。
( 3) 城市人口规模 ( X3 ) : 市场对高碳产品的需求会推动高碳产业发展，对实现碳减排具有负面

影响。一般而言，高碳产品需求与人口规模成正比，而城市居民对高碳产品的需求又远大于农村地
区，因此本文用城市人口规模衡量高碳产品需求规模。
( 4)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 X4 ) : 政府作为碳减排工作的实施主体，通过行政手段直接作用于导致高

碳排放的环节，能够实现降低碳排放。因此本文用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来反映碳减排政策力度。
本文研究时段为 2006—2012 年，旨在对刚结束的“十一五”时期我国省际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

应进行考察。西藏相关数据缺失，故加以剔除。所以本文选取的样本为 2006—2012 年 30 个省的省级
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2013) ，《中国统计年鉴》 ( 2007—2013) ，《中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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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 2007—2013)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2007—2013 ) 及 《中国财政年鉴》
( 2007—2013) 。
( 三) 模型设定

首先需要明确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 SDM) ，理由如下: 空间杜宾
模型与其他空间计量模型最大区别在于模型中同时含有空间滞后因变量和空间滞后自变量。本文意在
考察碳减排及其影响因素对周边地区碳减排的影响，空间杜宾模型能用于考察因变量受到本地区自变

量和周边地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影响［18］，选用此模型更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空间杜宾模型表达式如
下［19］:

Yit = ρWijYjt + Xitβ + θWijXjt + μi + λ t + εit ( 6)
其中，Y为因变量; X为 n × k的外生自变量矩阵; W为 n × n的空间权重矩阵; ρ、θ为空间自回

归系数; WY、WX为空间滞后变量; μi 和 λ t 分别表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 εit为随机误差项。指标
的具体含义为: 因变量 Y表示碳排放，自变量 X包括 X1、X2、X3、X4，分别表示 Ｒ＆D经费支出、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城市人口规模和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在模型效应选择方面，根据误差成分分解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模型主要

是考察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被排斥在外。而随机效应模型在应用
前需明确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是否与因变量或其他自变量相关［20］。本文的各变量均随时间而变化，
故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此外，本文是进行分区域分析，各区域地理位置相对固定，受时间变化影响比
受地理因素影响更为明显，故选择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以下将从两个层面对我国省际碳减排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一是对我国整体

进行全域分析; 二是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局域对比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各变量与碳排放量均具有密切联系，但同一变量在各模型间却存在差异。拟合度

Ｒ2 和对数似然值 Log-likelihood表明，四个模型均具有良好的回归效果和较好的解释能力。在模型的
固定效应检验方面，四个模型的 χ2 值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了采用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的合理
性。
( 一) 全域分析

1. 空间相关度。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度系数为 0. 217，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
我国省际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与第二部分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 1 SDM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全域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ρ 0. 217＊＊＊ 0. 573＊＊＊ 0. 053 0. 131＊＊＊

( 7. 654) ( 14. 225) ( 0. 741) ( 3. 541)
β1 － 1. 803＊＊＊ － 1. 474＊＊＊ － 15. 730＊＊＊ － 10. 128＊＊＊

( － 6. 631) ( － 5. 455) ( － 4. 846) ( － 8. 800)
β2 － 0. 141* － 0. 267＊＊ 0. 767 1. 153＊＊＊

( － 1. 680) ( － 2. 151) ( 0. 693) ( 2. 685)
β3 2. 289＊＊＊ 4. 113＊＊＊ 3. 817＊＊＊ 2. 462＊＊＊

( 3. 297) ( 8. 432) ( 4. 013) ( 6. 394)
β4 － 0. 073＊＊ － 0. 101* － 0. 277* 0. 064

( － 2. 152) ( － 1. 661) ( － 1. 715) ( 0. 512)
θ1 － 0. 323* － 2. 248＊＊＊ 9. 502＊＊＊ － 2. 527＊＊＊

( － 1. 653) ( － 6. 461) ( 4. 958) ( － 7.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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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2 － 0. 023 0. 351＊＊＊ 0. 703＊＊＊ － 0. 367
( － 0. 441) ( 5. 313) ( 2. 647) ( － 0. 868)

θ3 － 1. 088＊＊＊ － 2. 063＊＊＊ － 0. 325* － 0. 286*

( － 3. 301) ( － 11. 268) ( － 1. 808) ( － 1. 655)
θ4 0. 048＊＊＊ － 0. 092＊＊＊ 0. 041 0. 220＊＊＊

( 4. 122) ( － 1. 998) ( 0. 686) ( 4. 279)
Ｒ2 0. 992 0. 986 0. 953 0. 981

Log-likelihood － 1 254. 718 － 570. 892 － 433. 624 － 430. 853
固定效应检验 χ2 582. 870＊＊＊ 19. 040＊＊＊ 8. 660* 11. 450＊＊

注: 括号内为 t值;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2. Ｒ＆D经费支出。Ｒ＆D经费支出对碳排放直接影响系数为 － 1. 803，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说
明 Ｒ＆D经费支出与本省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 Ｒ＆D经费支出越高，越有助于本省碳排放降
低。且 Ｒ＆D经费支出每提升 1 个单位，本省碳排放量将降低 1. 803 个单位。

Ｒ＆D 经费支出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为 － 0. 323，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
Ｒ＆D经费支出对周边省份碳减排具有促进作用，即发展低碳技术对碳减排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符合假设 1 的预期。且经费支出提升每 1 个单位，会造成周边省份碳排放降低 0. 323 个单位，但要小
于直接影响系数。以上表明，提高 Ｒ＆D经费支出不但对本省碳排放的降低具有促进作用，还能有效
降低周边省份碳排放。

3.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 0. 141，通过了 10%的显
著性检验，说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本省碳排放存在较弱的负向作用，与通常认为的提高工业化水平

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的预期效果不相吻合。究其原因，可能是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促进碳减排存在
“门槛效应”，即当一个地区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传统产业外迁现象。如果地区
工业化水平未达到门槛值，传统产业不会产生明显外迁行为，反而会因工业规模扩大，导致碳排放增

加。我国各省工业化水平差异显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本省碳排放的影响也具有较大差异，部分发
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已跨越门槛值，传统工业正被逐步 “挤”至周边省份，本地区碳排放因此
得到抑制，而大部分发展中省份往往存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最终使得碳排放

明显增加。因此，对于我国整体而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未能对省域碳排放下降产生显著促进作
用。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也较小，仅为 － 0. 023，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未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与假设 2 的预期不符。本文认为其原因可能是，只有在
发达地区才会产生高新技术产业 “挤出”传统产业的现象，从而形成空间溢出效应，而在全国范围
内该空间溢出效应不具有普遍性。

4. 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2. 289，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
验，说明城市人口规模每上升 1 个单位，本省碳排放则会增加 2. 289 个单位，两者呈现出强正相关关
系。分析表明，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高碳产品消费能力提升，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已
成为了推动本省碳排放增加的关键要素。
城市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为 － 1. 088，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

人口规模与邻近省份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所带来的高碳产品市场

需求扩大对碳减排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假设 3 的预期一致。综上所述，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在推
动本省高碳产业发展的同时，能吸引邻近省份高碳产业迁入，最终导致本省碳排放增加和邻近省份碳

排放减少。
5.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 0. 073，通过了 5%的显
著性检验，说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本省碳减排存在较弱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节能环保支出每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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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位，本省份碳排放将减少 0. 073 个单位。这说明从全国整体来看，政府依靠行政干预手段，通过
增加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促进碳减排的效果并不理想。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 0. 048，说

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邻近省份的碳减排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我国整体上各省政府碳减排政
策对邻近省份碳排放的影响是“挤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即相邻省份政府间并不普遍存在激烈
的碳减排政绩竞争现象，从而不会出现各省政府竞相加强碳减排政策力度的局面，而更多的是因与一

些碳减排政策力度较大省份相邻，致使其接受了从碳减排政策力度较大省份外迁出去的高碳产业，最

终推高了本省碳排放。
( 二) 局域分析

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模型中，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共性和差异性。通过比较，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

1. 空间相关度。我国三大区域省际碳排放的空间相关度系数分别为 0. 573、0. 053、0. 131，其中
中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三大地区空间正相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且东部地区最强，西部
次之，中部表现最弱; 东、西部地区省际碳排放趋同效应明显，中部地区则异质化现象凸显。本文认
为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较为发达，其碳排放量普遍高于全国平均值，从而表现出高碳排放空间集聚现

象; 与东部地区相反，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导致碳排放量一般低于全国平均值，从而呈现出

低碳排放空间集聚态势; 而中部地区地处东、西部之间，各省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上差
异悬殊，导致各省之间碳排放差距较大。中部地区既包含碳排放量处于全国前列的省份，如内蒙古、
山西、河南和湖北，也包括碳排放量较小的省份，如黑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最终形成空间分异
明显的省际碳排放格局。

2. Ｒ＆D经费支出。在三大区域中，Ｒ＆D 经费支出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 － 1. 474、 －
15. 73、 － 10. 128，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三大地区，Ｒ＆D 经费支出对本省碳减排均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 Ｒ＆D经费支出对本省碳减排作用效果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次之，东部
地区效果最差。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正处于技术升级阶段，技术发展对节约能耗
和减少碳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时增加 Ｒ＆D经费支出，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恰好能够极大满足中西
部地区产业低碳化转型的需要。

Ｒ＆D经费支出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分别为 － 2. 248、9. 502、 － 2. 527，均通过了 1%的
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东、西部省份，如果与科研较发达省份相邻，能够通过接受邻近省份溢出的低
碳技术，有效降低碳排放，这与假设 1 的预期相一致; 而中部省份影响系数符号为正，即本省碳排放
与周边省份科技实力呈正比，显然与现实不符，可能的解释为中部省份科技实力提高更多是推动了本

省及周边省份经济规模扩张，增加了碳排放，这也反映出中部地区科技实力提高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

较为微弱。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空间溢出影响系数低于直接影响系数，而西部地区空间溢出影响
系数高于直接影响系数。这说明东部地区通过低碳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整个地区的碳减排贡献更
大，这也符合东部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这一客观事实; 而西部省份发展低碳技术则更有

利于降低本省碳排放。
3.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对三大区域省际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 －

0. 267、0. 767、1. 153，其中中部地区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说明，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对本省碳排放会产生负向作用，在中部地区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为正向作用，表明碳减排效

果随工业发展程度提高而趋于明显，同时也印证了前文提出的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来降低碳排放存在

“门槛效应”这一原因假说。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分别为 0. 351、0. 703、 － 0. 367，其中西部地区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东、中部省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导致邻近省份碳排放增加，与假设 2
的预期一致，而西部地区还未形成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综上，东部省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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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碳减排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高能耗、高碳排的传统产业外迁却造成了邻近省份碳排放增加。中
部省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本省碳排放直接影响较小，可能的原因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了工业规

模扩张，推动碳排放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业化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碳减排效果; 而其存在负向空

间溢出效应的缘由大概是中部省份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某一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会对邻近省份经

济产生推动作用，致使邻近省份碳排放增长。西部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本省碳排放成正比，其原
因可能是该地区工业化水平未达到“门槛值”，传统产业规模并未因工业化水平提高而降低，高新技
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共同发展最终共同推高了本省碳排放; 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

应的原因大概在于西部地区省份间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弱，某一省份工业化水平提高不能有效带动邻近

省份经济发展，从而不会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间接影响。
4. 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对三大区域的碳排放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 4. 113、3. 817、

2. 462，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人口规模扩张能够明显推动三大区域省际碳排放增
加。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对本省碳排放推动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最后是西部地区。这显然与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城市居民收入相较其他两个地区更高，对高碳产品的需求量也

相对更大，导致城市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增加产生更强的推动作用。
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分别为 － 2. 063、 － 0. 325、 － 0. 286，表明三大区域的城市人

口规模均对碳减排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假设 3 预期一致。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溢出效
应最大，说明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对高碳产业的吸引力最强，吸引高碳产业向城市人口规模较大省

份集聚，进而降低了城市人口规模较小省份的碳排放。
5.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提高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三大区域省际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 －

0. 101、 － 0. 277、0. 064，其中西部地区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增加东、中部地区节
能环保财政支出对本省碳减排作用较为明显，而西部地区表现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十一五”期
间，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承担的碳减排任务相对较轻，政府的碳减排政绩压力较小，因而
该区域的碳减排政策未能有效促进碳减排。
提高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 － 0. 092、0. 041、0. 22，其中中部地区未

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这对假设 4 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东部省份提高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有利
于降低邻近省份的碳排放，即对碳减排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中部省份无空间溢出效应; 西部省份

对碳减排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碳减排任务最为繁重，政府间碳减排政绩竞
争较为激烈，进而出现碳减排政策的“竞争效应”，最终促进了各省碳减排; 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政绩
压力最小，因而表现为碳减排政策的 “挤出效应”; 而中部地区的 “竞争效应”与 “挤出效应”相
互抵消，所以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从空间维度出发，以空间溢出为切入点，重点探索了我国省际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通
过Moran's I分析考察了我国省际碳排放存在的空间相关性，然后提出了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的若干理论
假设并选定空间杜宾模型，从全域和局域两个层面分析了 2006—2012 年我国省际单位碳减排的各种影
响因素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影响。主要结论有: ( 1) 省际碳排放主要表现为空间正相关
关系，且以高值集聚的空间格局为主，但空间异质性趋势较为明显; ( 2) 就全国整体而言，提高 Ｒ＆D
经费支出能促进本省及相邻省份的碳减排，增加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能够促进本省碳减排，但其空间溢出

影响不明显，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在增加本省碳排放的同时能够通过空间溢出影响减少相邻省份碳排放，

扩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在降低本省碳排放的同时却会增加相邻省份的碳排放; ( 3) 就东中西三大区域而
言，碳减排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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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低碳技术发展方面。鉴于提高 Ｒ＆D经费支出对碳减排的显著影响，应进一步加大科研
投入，尤其是低碳技术研发方面。政府应强调“以需为本”，注重民用、工业生产等需求，大力加强
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普及。在东部地区，技术外溢效应对促进碳减排作用突出，政府除了应增
加低碳技术科研投入，还应着重加强省际低碳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建设与完善碳减排技术中介服

务机构、构建低碳技术交流平台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低碳技术外溢效应并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对于
中、西部省份，应积极推进实用的低碳技术，重点培育大型低碳科技项目，加强省际交流与学习，从
而增强低碳技术的溢出效应。
其次，在提升工业化水平方面。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对于东部省份碳减排的直

接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但其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所以该地区应提高转入产业的准入标准，限制“双
高”产业的迁入。在中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对本省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中部省份的工
业化水平已接近“门槛值”，应进一步提升其工业化水平，助其早日跨越门槛，从而为碳减排发挥作用。
中部省份间的经济关联性较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通过经济带动作用可以促进邻近省份碳排放增

加。这就要求工业化水平较低的邻近省份抓住经济发展机会，快速提高自身工业化水平，同时还应尽量
避免对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过度依赖。而西部省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会导致碳排放增加，说明其工业
化水平还远未到达“门槛值”。政府一方面应限制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三高”行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应积极改造传统行业，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提升工业化水平。
再次，在抑制高碳产品需求方面。城市人口规模对碳排放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东部地

区。这意味着抑制高碳产品需求是推进碳减排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应大力倡导低碳社
会、低碳城市、低碳生活，向老百姓宣传节能减排理念，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节能减排，用财税政策引导家
庭节能减排，动员践行低碳生活，缓解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给碳排放增加造成的压力。
最后，在碳减排政策方面。鉴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碳减排作用效果较弱，各地区政府，尤其是

西部地区，应一方面加强碳减排行政干涉力度，增加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应完善低碳财政补

贴制度，提高大型节能环保项目的财政补助等，以增强碳减排的政策作用。另外，碳减排任务的分配
能够对碳减排政策效果及其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如东部地区承担的碳减排任务较

重，反而促使该地区政府间形成了政绩竞争的良好局面，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碳减排效果。因而，中央
政府在为各省分派碳减排任务时，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应循序渐进地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碳
减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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